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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

孙吉胜　何　伟＊＊

内容提要 在国际政治领域，针对同一话语或事实，不同国家会

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回应，而话语效果的关键在于受众对言语者使用

的语言及其构建的社会事实产生了怎样的理解和形成了何种意义。

依据国际关系的理解视角，政治话语的理解和接受是意义的社会生

产过程。面对某一政治话语或社会事实，话语受众是积极主动的，在

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解读话语信息，充分调用背景知识，在情感认

知的引导下进行理解，并做出反应。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其背景知

识和情感认知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接受效果，表现为完全接受、协商

性理解和完全反对这三种立场。探讨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

成与和接受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信号释放、对外宣传和印象管理等具

体外交实践，也将进一步丰富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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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出现“语言转向”后，人们对国际关

系中的语言研究日益深入，国内外学界也涌现出诸多的研究成果。① 人们在研

究中普遍关注的是语言的本体作用，即语言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一定的社

会现实，语言可以形成一种话语结构。鉴于此，已有研究把关注的焦点多放在

研究行为体如何运用语言实现交流意图，达到一定的建构效果，以及话语本身

基于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如何产生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语言使用效果的

关键是言语对象对言语者使用的语言产生了怎样的理解（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形成

了什么样的意义。而在现实中，即使对于同样的话语，不同的言语对象的理解

经常会完全不同。例如，中国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

国”，意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可以共存，互利共赢”。美国可能会理解为“中

国在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而有些国家则理解为“中美要共同领导

亚太地区，共治亚太地区，而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与针对语言的理解相类

似，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人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同样的事实并不代表一

定产生同样的观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时，民主党人将此理解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不存在，伊拉克

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伊拉克早已经转移、藏匿或是

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类“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解”现象在国际关系

中非常常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仅仅关注语言的使用层面还远远不够，还需

要重视语言应用体系，重视言语受众的理解过程，即言语受众在进行信息加

工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对理解过程和最终所形成的主体性意义（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行为体需要理解的还不仅

仅是语言，对其他信号和行为的理解实际上与针对语言的理解也有很多相同

之处。理解过程是一个体现主体间性的过程，即涉及包含价值观和思维习惯

的背景知识，同时也涉及情感等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很多领域

都呈现出碎片化态势，整个世界也处于一种意义建构和意义理解的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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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成果可以纳入国际政治语言学范畴，即以语言为切入点来研究国际政治。详见孙吉胜：《语言、
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孙吉胜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
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外交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要描述新的变化，需要对这些变化和现象提供解释，例如，几年前的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近两年的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辩论等。

本文旨在研究言语受众对语言的理解过程和最终主体性意义的生成过

程，尝试从新的路径诠释国际关系，为解释国际政治中的信息理解、信号传递

及对各种行动的判断提供帮助。本文将对有关理解与意义生成的范式辩论、

话语受众及其特征、受众的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影响因素，以及接

受效果等问题进行具体论述。

一、国际关系中对意义与话语的不同理解

研究国际关系不能离开对话语和事实的理解。与无生命力的物体不同，

人类生活总是围绕（社会）意义展开，总是在各领域内生成、交流、理解、分享和

辩论特定和相关的意义。在特定动机、意图和目标的驱使下，人们在社会空间

内不断互动，在自我行动的同时理解他人的行为，生成特定表象，也形成特定

的意义结构。意义一直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分析的中心，而国际关系的研究

因为其跨国性、跨文化性，更易导致理解的差异性，国际关系研究更应该重视

对意义的研究。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向个体研究和微观层次的回落实

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①

研究国际政治话语接受过程离不开社会科学对意义的探讨。一般来说，

社会科学研究关于意义的理解主要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自然传统（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一个是理解传统（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前者主要基于自然科学

的范式，试图去发现或验证自然世界中的因果规律，认为这些规律可以解释类

似事件的发生；后者强调相关行为体的信仰、愿望及此类个体性因素对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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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近年来学界围绕实践、情感、习惯等展开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有关国际实践的研究，可
参考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Ｄａｖｉｄ　Ｍ．Ｍｃｃｏｕｒ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６０，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４７５－４８５；Ｊｏｒｇ　Ｋｕｓｔｅｒｍａｎｓ，“Ｐａｒ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ｕｒ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Ｖｏｌ．４４，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１７５－１９６；有关情感与外交
学的最新研究，可参考 Ｓｅａｎｏｎ　Ｗｏｎｇ，“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１４４－１６７；有关习惯与国
际关系的研究，可参考 Ｔｅｄ　Ｈｏｐｆ，“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ａｂｉ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５３９－５６１。



影响。所以，自然传统认为意义是脱离研究主体的经验而客观存在，等待人们

去发现，同时意义也存在于诸如因果规律的逻辑中，只要采取客观、可验证和

可重复的科学方法，意义总能被发掘出来，进而影响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坚

持理解传统的学者认为，理解是一个体现主体间性的过程，既涉及历史形成的

价值观和思维习惯，也涉及情感认知等因素，是个体参与社会意义网络建构的

过程和结果。

（一）实证主义视角：意义的客观性

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意义是客观和中立的。依据对主体性意义

的认识及主体性意义与因果充分性（ｃａｕｓａｌ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的关系，此类研究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严格行为主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另一类是意义行为主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① 严格行为主义是把研究自然世界的科学方

法用于社会研究中，认为主体性意义不能充分证实有关社会世界科学知识的

有效性；因此，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科学描述时，没有必要加入主体性意义。实

证主义强调经验、观察和验证，认为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是可以证实和观察

的，它们必须是基于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即人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或事

件，不需要考虑意图与反思性等人为因素。而人的意识不属于科学知识的范

畴，无法被观察，赋予社会现象的主体性意义在公共领域也不存在。因此，人

的意识既不能作为社会世界可靠知识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成为证实社会世界

知识的手段。

与严格行为主义相比，意义行为主义认为，对实现因果充分性来说，把主

体性意义加入对人类行为的科学解释中是必须的。针对主体性意义，可通过

内容分析、采访、调查、问卷等方式将其（如偏好、动机、目标等）纳入到公共领

域，并把对它们的衡量标准化，这样便可以将其作为严格行为主义中的干预变

量，消除人们对其变量无法被检验的质疑，②也因此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得到关

于行为一致性的可验证性经验假设，同时不违背关于因果充分性的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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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ｒｋ　Ｎｅｕｆｅｌ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１９９３，ｐ．４１．

在此情况下，主体性意义仅是为了建构某些必需的科研工具，而本身并不具备意义。详见 Ｍａｒｋ
Ｎｅｕ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４２。



标准。因此，从目标上来说，意义行为主义要把主体性意义、相关语境与行为

的规律性结合起来，并通过一定的研究设计来检验这些变量，实际上在方法论

上与实证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无论是意义行为主义，还是严格行为主义，都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意

义在研究的实证逻辑中不会产生质的变化，也认为人的意识不具有受时间和

地点影响的行为规律。① 但是，这样的视角忽视了个体的理解和意义实践对社

会实践及其研究的影响，也无法为国际政治有关语言的研究提供指导，这是因

为话语、意义与实践密不可分；话语的意义是由语言的可变性、语境、文化因素

构成，社会交往、思想交流、社会观念的改变首先要反映在语言表达的意

义上。②

（二）理解视角：意义的社会性和个人理解的实践性

从理解视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看，人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阐释世界，社

会世界发生的一切意义都不是固定的。虽然具体意义与个人本身密切相关，

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然而，意义也能为行为体行动提供社会语

境，使个体意识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之间的过渡，形成主体间性意义，成为建构

社会公共生活的实践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需要超越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来

研究嵌于社会现实中的主体间性意义和共享性意义。

人类是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义的，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人及其理

解实践和意义的探讨。与实证主义不同，理解视角认为，社会生活中人类行为

规律不是独立于其所在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③ 与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结构有

其自身的特性，并非独立于它所制约的活动，也不独立于施动者对其活动的理

解。④ 人的施动性和理解活动对社会结构而言至关重要。正如法国社会学家

埃米尔·涂尔干（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所言，社会事实需要通过社会因素来解释，

２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ｋ　Ｎｅｕ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４２．
〔德〕德克·盖拉茨主编：《认知语言学基础》，邵军航、杨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页。
Ｍａｒｋ　Ｎｅｕｆ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４３．
Ｃｈｒｉｓ　Ｃｌａｒｋｅ，“Ｐａｔｈ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ｉｓｍ：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Ｈａｙｓ　Ｖｉａ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２９．



人类在一个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行事。① 因此，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不

同，它是由意义构成的，部分是由行为体的自我理解所建构。② 社会生活中自

我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对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际关系学科必须要

包含对个人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的考察，关注这一过程对国际关系进程与结

果的影响。

社会建构离不开个体的理解实践和最终生成意义。社会存在整体是一个

人类集体自我定义和自我理解的过程，这不仅包括起限定作用的社会制度本

身，整个世界秩序也是由主体间性意义及其生成实践构成，而行为体之间的实

践互动也不断强化主体间性意义。因此，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包括全球

秩序，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③ 所有的主体间性意义都是一个自我定义和自我

反思的过程，如同强化它们的实践一样，是时刻开放和变化的。国际政治如同

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一样，并不是给定不变的，而是被建构而来，同时也在

不断被重构。④ 国际政治本身的特点，尤其是跨国性和跨文化性强，使“同样的

话语，不同的理解”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凸显了研究理解与诠释的重要性。例

如，针对“霸权体系”这一表达，有人可能会将其理解为美国的霸权，也有人会

将其理解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或是历史上东南亚的曼陀罗体制。

人在理解实践中生成的主体性意义并不局限于个人领域，而是嵌于社会

实践中，也被社会实践不断强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意义与规范并不仅

仅局限于行为体的意识，而是存在于实践之中。这些意义是主体间性的，不能

被还原成为个体的心理状态、信仰、观点。它们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

而是位于二者之间。⑤ 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客观标准，比如，实证主义关于意

义的论述，来检验有关给定的意义、规范或实践的理解。而理解的目标是再现

存在于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义的主体性意义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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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流和建构作用。因此，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语言、意义

和社会建构离不开理解视角。

（三）意义理解与话语接受

在社会生活中，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人们的理解。在政治中，事实不会自我

言明。① 对同样的话语或政治事实，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便是相同

的人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也会不同。既定的事实，不管是同样的现象、数字或话

语表述，都需要经过人们的理解和诠释，而经此过程得出的结论才是进行判断

的前提。如果介于某一事实和政治观点之间的是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那么，

不管事实本身如何精确，也不能最终决定人们的政治观点和评判。即便是面

对一些更新的事实，也并不意味着行为体的观点能实现及时的更新。比如，中

国这些年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如冷战时期对中国的认知，甚至有时即使有些事实得到了更新，但是观念还会

停留在过去。

话语受众是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的主体。在国际政治领域内，话语

受众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下，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在不断接收和

处理来自他人和外界的信息，而对话语信息处理的过程便是理解和生成主体

性意义的社会过程。那么，谁是创造意义的主体便显得至关重要。文本、媒

体、政治家、受众都有可能。一些关于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认为，观众是被

动等待接收信息，即“面对同样的信息，人们会产生同样的理解和反应”，而媒

体才是“创造金钱、意义和现实的”的主体。② 这种思维定式也存在于国际政治

话语研究领域，即过多地看重言语者和政治文本自身的作用，却忽视了话语受

众的主体性理解及其对意义生成的影响。虽然话语文本自身承载着特定的信

息和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ｓ），但所记载的信息或事实不能自己说话，其本体性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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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只有在受众的解读和理解实践中才能实现，①而不同的理解主体经常对同

一话语或事实产生不同的诠释，生成不同的意义。

此外，个体对话语的理解和最终生成的意义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不稳定性，

存在于言语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中，也在其中得以生成和再造。然而，

话语理解和意义生成的场所则是话语受众，最终取决于话语受众的主体性经

验。为考察言语受众如何接受和理解已经出口或成文的话语，且言语者的政

治资本及叙述技巧可以在文本自身得以体现，以下将重点探讨社会语境、背景

知识和情感认知对受众理解话语（或事实）和生成意义的影响。

二、国际政治话语接受中的受众、理解与意义生成

研究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与意义生成离不开对个体受众的分析。因此，

本文以话语受众为中心，认为国际政治话语接受过程是产生意义的社会过程。

任何话语意义结构都是不确定的，言语受众是话语的积极接收者和理解者，②

在理解的同时不断生成基于自身经验的主体性认识，在意义生成实践中不断

参与社会意义体系的建构和塑造。本文的理论分析重点不是在于分析文本或

政治事实自身说了什么，而是它如何被言语对象所理解，并如何体现在意义的

再生成过程中。因此，话语受众是信息的主动接收者，而话语和意义结构也是

临时的，理解过程是言语受众不断积极创造意义的过程。③

（一）意义与受众理论

受众理论重视行为体在理解和接受过程中主体性意义的生成。在吸收文

学和历史学接受理论的基础上，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

提出了受众分析理论，主要包括积极受众概念和“编码—解码”模型，认为社会

文本的意义不是发送者所传递的，而是接受者所“生产”的。积极受众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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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生活中的观众不是被动吸收被教导的信息，而是根据自己身处的临时

情境，自觉或不自觉地理解和加工所面对的信息。霍尔认为，受众不仅是意义

的生产者，还是意义的解释者和发送者。因此，媒体和政治研究必须把研究重

点放在受众层面，发现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如何回应特定的话语文本。① 为此，

霍尔倡导一种分析主体间性和意义生成的社会理论，认为受众研究应该重点

关注意义生成的“关键场域”，并在这一社会场域中分析社会媒介信息和话语

的生产过程。②

如果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就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受众这一“解码

人”身上。根据积极受众概念，霍尔专门提出了分析受众、媒介和信息制造者

之间互动关系的“编码—解码”大众传播模型。③ “编码—解码”过程是分阶段

进行。文本信息首先是由生产者制造，然后，该信息经过具体的媒介传至特定

的受众群体。符号是用来创造意义的主要手段，信息生产者在制造信息的过

程中将大量的符号和象征编入信息。霍尔表示，为了理解或阅读一个文本，人

们必须要解读文本的符号和它们的结构，④而解读过程正是多种主体性意义

生成的过程。在接受阶段，受众解码信息时所持的立场有三种：一是主导立

场（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即受众以信息发布者所希望的方式接受此政治文本

所传达的意义；二是协商立场（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即受众接受了部分信息，

但同时拒绝了一些不符合他们利益和预期的信息；三是反对立场（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即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完全拒绝文本所传达的信息。

受众在理解所接收的信息时，其社会背景会直接影响对话语或文本的理

解，影响生成的意义。在解读话语或事实时，每个人都将外界的背景和上下文

带入其中，从而产生对同一内容的多样性理解。受众在接收话语时是积极主

动的，“编码—解码”为分析受众在处理与媒体和文本间关系时提供了社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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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学的视角，方便考察人们是如何积极理解所接收的信息，信息是如何指引和

限制理解，以及社会知识是如何在意义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此外，积极受众

概念和“编码—解码”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受众、话语接

受过程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受众对特定政治话语的理解。

（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受众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研究很少关注受众的概念以及话语接受过程。虽

然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从“人性”出发，提出国家间的权力争竞和战争行为源自

人的本性，却没有进一步指出个人在建构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也没有将其理论

化。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提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将解释国家行

为的原因放在国际体系层面，认为任何在体系和结构层次以下开展的“简约主

义”研究都不具备科学性。① 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国际关系有关个人层面的研

究被排除在外。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内，国内因素被忽略不计，而国内

政治受众则被视作常量。与现实主义相比，后来出现的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强

调了国内因素及政治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②但强调的核心是制度和组织

的作用，忽略了个体自我身份及其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③ 现有国际政治关

于个体受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观众成本（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ｃｏｓｔ），即领导

人在对外政策决策时需要考虑国内观众的意见。④ 此类研究虽然提出了国内

观众对国家领导人决策过程的影响，却没有考虑受众是如何接受和理解对外

政策的话语，也没有对此过程进行理论化分析。

自出现“语言转向”后，国际关系研究尽管加大了对语言这一要素的关注，

但对言语受众及话语接受过程的关注也不足。当前相关研究将重点放在言语

者如何在特定社会政治情境下使用语言建构一定的社会事实，而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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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忽视了受众是如何理解和接受相关的话语或事实，使言语受众研究成为话

语分析中被忽视的一环。①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琳娜·汉森（Ｌｅｎｅ　Ｈａｎｓｅｎ）在分

析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时指出，“一项政策向不同的观众说话”，“外交政策分

析人士和那些试图影响政策的其他行为体的目标是向相关受众呈现一项看起

来既合理、又可执行的政策，而建构使该政策和身份看似协调的逻辑链接显得

至关重要”。② 虽然汉森指出了话语在身份和对外政策互动中的重要性，但却

没有分析对外政策的“相关受众”是如何理解和接受政治精英建构对外政策的

话语表象。此外，忽视受众层面的分析，也无法充分解释特定的集体政治身份

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身份是在文本和受众的互动中所形成和确定的。③ 安全化

理论重视言语行为在建构“存在性威胁”与动员社会和军事资源过程中的作

用，而受众如何接受和理解安全化行为施动者利用言语行为所建构的“存在性

威胁”就至关重要。然而，安全化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研究受众如何接

受威胁的话语及由此产生的威胁意像，④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安全受众是否接

受此话语的威胁、怎样接受以及接受到何程度。⑤

借鉴霍尔的受众分析理论，本文提出“积极话语受众”概念，认为在国际政

治互动过程中，受众不是被动吸收所接收的信息，而是在理解和接受过程中依

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因素积极加工话语的内容，形成自己的主体

性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参与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这与多数国际关系文献将

国际政治的受众视为默认或消极的观点不同，为解释“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

解”这一经验困惑提供了可行视角。根据“积极话语受众”概念，受众是影响话

语理解和接受过程的中心，需要重点关注影响这一中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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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话语理解与接受过程

通过借鉴受众分析理论，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受众不是孤立的，

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中，并时刻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互动。① 从“编码—

解码”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发现，言语受众在接收到信息后会在“解码”过程中

扮演积极角色。② 信息的编码、传播和解码是发生在作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

一个符号实践过程，不同的受众在符号解读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意义

也是在符号解读过程中被不断协商、争辩和确立的。因此，受众在理解某一话

语（或事实）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意义并非与言语制造者所预期的一致。③ 兰

卡斯特大学副教授维罗妮卡·科勒（Ｖｅｒｏｎｉｋａ　Ｋｏｌｌｅｒ）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指出，

“文本自身所传递的意义和解读者所生成的意义没有必要实现重叠，而实际

上，它们也很少重合”。④ 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丽莉·仇丽阿拉奇（Ｌｉｌｉｅ

Ｃｈｏｕｌｉａｒａｋｉ）认为，意义的杂糅性（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是当代文本的主要特性，由于现代

社会的社会断裂，早期认为意义固定于文本内的观点已经过时。此外，不同的

解读方式也使多样的文本话语进入意义协商和争辩过程，在主体性意义生成

过程中促使新的杂糅文本意义的出现。⑤

在概念层面，可将国际政治场域下的话语接受过程视为话语受众积极理

解话语信息，解读话语符号，协商和生成主体性意义的社会过程。此过程主要

受社会语境、受众背景知识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使理解过程产生了倾向性，导

向某种特殊的意义。此外，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是开放和临时的，

处在个人话语实践与社会意义网络之间。可以说，话语接受分析是理解施动

者（ａｇｅｎｔ）在社会沟通环境中如何与社会结构进行互动实践的一个途径。而意

义的理解和协商是对此过程进行分析的重点，个人解读和理解后生成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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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直接影响社会话语互动的效果。

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相比，国际政治领域的无政府性、跨国性和跨文化性

使理解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多变，这既给话语受众接受和理解过程和结果带来

很多不可控制因素，也凸显了话语受众对理解实践和意义生成的影响。下图

勾勒出了国际政治场域下话语受众的理解、接受和意义生成过程。可看出，国

际政治话语的接受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受众的理解和意义生成过

程会反过来影响下一阶段言语者的目的、言语方式和目标，主动参与社会意义

网络的建构和社会意义的再生产。此过程是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

理论层面探讨影响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及结果。

图　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三、社会语境、背景知识、情感认知与话语接受效果

国际政治话语在一定的国际社会语境下产生，并对话语的理解产生了框

定性影响，框定了理解的边界，而个体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则在理解过

程中起了引导和过滤作用，导致某种特定意义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语

境、知识背景和情感认知都对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接受过程和最终的意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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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产生影响。

（一）社会语境、意义与话语理解

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是理解和意义生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受众理解

国际政治话语和生成主体性意义提供了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框定了理解的

边界。话语的理解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由言语者说出，之后为言语对象所

接受，是在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特定语境之下产生。① 人在行动时

往往会参考历史与传统，这些构成了行为体行动和推理的社会语境起点。特

定时期的社会语境影响话语被理解、接受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话语的理解会

因为文本接受的背景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② 人们在理解信息时，并不仅仅依

赖简单的推理，而是依赖当时的语境即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处于同一文化

中的行为体具有共享知识和相似的意义结构，对事物的理解也易趋同。受众

所处的社会语境不同，产生的理解也不同，不同的理解者直接产生不同的意

义，即便是面对同样的话语或现实，可能最终形成的意义完全不同。拉夫堡大

学教授大卫·迪肯（Ｄａｖｉｄ　Ｄｅａｃｏｎ）认为，话语受众研究应该分析更广范围的社

会文化结构，因为它框定了整体社会沟通过程，对媒体文本、其制造者（媒体机

构层面）和接受者（日常生活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③ 国际政治场域下的话语

活动也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而该语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话语议

题的产生、政策内容、传播手段，决定了话语受众的最终认知。

语境的影响使受众产生的意义实际是一种场景意义（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基辛格所言，事实很少

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至少在外交领域是这

样。④ 话语及其意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语境联系在一起，而语境是语言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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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社会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语言学领域本世纪出现的“再语境化”

（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也体现了语境对理解的重要性，体现了意义的理解需要

语境化的观念。语境不仅局限于话语出现的语义环境，还包括话语沟通的参

与者、时间、地点等临时环境。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弗斯（Ｊｏｈｎ　Ｒ．Ｆｉｒｔｈ）指

出，“有关世界的意义的理解都发生在语境下，脱离语境来研究意义是不可取

的”。① 法国认知科学家但·斯博波（Ｄａｎ　Ｓｐｅｒｂｅｒ）的关联理论（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深入探讨了话语事件中参与者的意图，认为同一句话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意

义是因为说话时的情境、参与者及其意图的不同而造成的。② 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也强调，语言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和表象体系，语言本身

就是一种实践，语言的意义在于语境和语言的使用。③ 对话语和意义的研究离

不开对社会语境的分析；对国际政治而言，这还包括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言语行

为发生的具体国际政治背景。

无论是在语言语境还是其他认知语境中，当一个认知结构本身在最近被

激活时，或与其紧密的结构被激活过，它会保留残存的激活，并会在更高的能

量水平被再次激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言语受众选择某一个意义，而非其他

意义。④ 例如，２０１６年，在“二十国集团”（Ｇ２０）杭州峰会期间，当人们听到《巴

黎协定》时，会首先想到中美两国在峰会期间同时批准和接受的《巴黎协定》，

也会想到中美两国的大国合作。而２０１７年７月，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特朗普

领导下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解的差异是由当时的

国际政治环境所决定。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政治语境是当时国际环境大背景的具体化，例如，国

际格局或国际秩序的变化、双边关系的态势走向、特殊国际事件等。国际环境

大背景对理解话语与事实提供了认知基础和推理基础，把理解引向特定的方

向。例如，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被置于霸权国和崛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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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紧张关系的框架下来理解，因此，诸如军演和国防计划等为保护国家利益

而采取的措施，经常被相互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害怕中国削弱它世界第

一的位置，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① 再比如，

“９·１１”后，尽管“９·１１”事件委员会提交了详尽报告，但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

和伊拉克开战，美国是在保护自己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产生这种理解的主要

原因是当时的环境使人们先有了认知基础，在面对新的信息时，人们只接受与

原来认知框架相吻合的事实。②

（二）背景知识、习惯与意义理解

整个社会世界是由不同的现实和不同的理解构成，③而个体背景知识和习

惯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话语或事实的不同理解。

理解本身是激活背景知识的过程，背景知识使理解产生了自然的倾向性。

背景知识是在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而习得，在社

会现实的建构和理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④ 平时人们接触的电视、电影及阅

读等学习过程逐渐融入人们的信仰和期待，成为背景知识的组成部分。根据

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Ｊｏｈｎ　Ｒ．Ｓｅａｒｌｅ）对背景的定义，背景是指非意图

性（ｎｏ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或是意图前（ｐｒ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能力，这些能力使背景知识自

然发挥作用。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人们在无意识地做一些事情，尽管是在遵

守一些规则，但对这些规则人们非常熟悉，以至于已经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

守，而使行为处于下意识状态，这种下意识状态实际是一种在背景知识引导下

的具有倾向性的行为。例如，对于“ｃ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ｋｅ”（切蛋糕）和“ｃｕ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割草），人们自然会对“ｃｕｔ”产生不同的理解，既“切”蛋糕和“割”草，尽管是同

一个词“ｃｕｔ”。这种理解能力并不是来自于对“ｃｕｔ”本身这个词的语义理解，而

是来自于包含能力、倾向性和知道如何做的背景知识。⑤ 塞尔对背景知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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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总结为七点：（１）背景知识使人们产生语义理解，例

如，对上述例子中“ｃｕｔ”的理解；（２）背景知识使人们产生概念性理解，既把某

个事物理解为某类事物；（３）背景知识会对人的意识产生引导作用；（４）背景

知识会引导叙述或是戏剧顺序，对人们之间如何互动、事件如何发展产生预

期；（５）每个行为体会有系列的动机倾向，引导理解；（６）背景知识也使人们做

好了某些心理准备，如滑雪时事先会想到一些危险；（７）背景知识使人们倾向

于某些行为，不同人的不同外在表现，也是不同背景知识的体现。① 从上可见，

行为体以某种方式行事，主要因为他本身的背景知识使其行为产生了倾向性，

尽管这种倾向性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人们在进行理解时总会把之前

的知识带入到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价值取向。例如，在政治话语沟通中，

人们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某个问题，通报进展，或是支撑某个观点，但面对同

样的数字，具有不同背景知识的人的理解有时会完全不同。比如，当看到中国

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仅次于美国时，中国人的理解

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但美国人可能产生

的理解是中国会将挑战美国，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需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多

的社会责任。

背景知识在理解过程中起过滤和调节作用。实际上，社会传统、实践、语言

与其他文化因素等百科知识一起构成了人们理解意义和创造意义的基础。根据

美国语言学家菲尔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ｉｌｌｍｏｒｅ）的框架语义学（Ｆｒａｍ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如

果没有相关的百科知识，我们就无法确定一个单词或是一个语言表达的含

义。② 这种语义框架是一个由相关概念构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构，如果要理解框

架中所涉及的语言表达的含义，就必须对整个框架有所了解，当听到相关的语

言表达时，实际是整个框架被激活。可见，语言的理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即

人们的理解并不是基于一张白纸，而是在一些已有的概念基础上进行。根据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莱考夫（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ｃｋｏｆｆ）的研究，人的大

脑中已经存在了一些认知框架，框架就是让语言吻合世界观，这些已有框架在

实际意义生成过程中起到了过滤和调节作用。言语对象接收到言语信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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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起到了唤醒那些原有观念的作用，有时当事实与原有的框架不符时，被大

脑留下的是框架，被抛弃的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事实更新了，但人们所

持的观点并不一定发生变化。① 与自然世界规律相比，社会世界总是受文化和

历史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直接决定赋予事物的意义，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共

享知识、象征体系以及文化模式。② 当言语受众与言语者具有共享意义，对事

物的预期相同时，他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就会比较趋同，这时的语义差就会最

小。而对于讲两种语言的人来说，尽管依赖翻译进行了语码转换，但由于背景

知识的差异，所产生的意义经常会差异很大，即人们所称的语义交易成本。③

比如，关于世界秩序，西方国家的理解是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而伊斯兰世界的世界秩序则是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强调国家间关系

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④ 在国际关系领域，

西方国家间对于主权、民主和制度的理解往往趋同，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理解

则经常不同。尽管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规范等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已有

很长时间，但并非都受到这些国家的认同和效仿。而关于人权，西方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和标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消

除本国贫困，解决贫困所带来的饮食、教育、医疗等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

人权治理的首要任务，⑤而实现人权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以国情为基础、以人民

为中心、以发展为要务。⑥

背景知识会使行为体产生习惯性理解，使受众在接受政治话语时遵循实

践逻辑，生成习惯性意义。国际关系研究经常强调人们在行为选择时是遵循

理性逻辑，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们是在遵循实践逻辑。实践逻辑突出的是“实践

选择”，即实践引导行动，行为体会依照实践经验行动。⑦ 在实践中，实践意识

５５

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乔治·莱考夫：《别想象那只大象》，第１１、１１２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ｕｅｇ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Ｇａｄｉｎｇｅｒ，“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９，Ｎｏ．３，ｐｐ．４４９－４６０．
Ｅｉｎａｒ　Ｗｉｇｅｎ，“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Ｇａ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ｇ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４３４．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１９４页。
白阳、王海林等：《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
《“南南人权”承载伟大梦想》，《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
有关实践理论，可参考〔加〕伊曼纽尔·阿德勒、〔加〕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秦亚青、孙吉胜、

魏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是行动者对自己如何进行某种博弈的直觉把握，能直接驱动行动。当行为体

处于某一社会境域中时，过去的经验被激活，自动地告诉他应该怎样去做。在

国际关系场域下，背景知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理解和接受政治话语的方

式。长期以往，受众过去的话语实践会不自觉地塑造其在日常生活中或新的

情况下如何理解、接受所接收的信息，生成何种意义的实践，即受众往往不是

经过缜密的理性思考和设计后才决定如何理解所面对的政治话语或事实，而

是更多地依靠过去的经验，瞬间将这些经验集中到当下的决策情境上面，做出

判断并采取行动，有时看似一种习惯性反应。①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

结束之时，随着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旨在追求安全感的美苏两国对彼此

形成了独特的习惯性理解，并表现在敌对的言语习惯上。面对美国在公开和

私下场合对苏联的强硬言辞，苏联也会即刻做出强硬的回应和更加严厉的谴

责。而随着这种自我证实性的言语习惯的继续，美苏间的疑虑和不安全感不

断加深，双方的敌视身份不断被强化，从而使两国陷入螺旋式升级的安全困

境中。②

（三）情感、认知与接受影响

理解过程本身也是心理反应过程。在西方阐释学的研究中，理解的情感

性价值经历了一个从被否定、被遮蔽到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一趋势也同样表现

在国际政治话语的接受和理解研究中。情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用来描述“人

的主观体验，特别是描述客观事物与主体的思想意识之间发生关系时所产生

的切身体验或反映，是与人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态度

体验”。③ 长期以来，实证主义对意义的理解和思辨逻辑垄断了国际政治有关

话语和理解的研究，情感这一有关世界的主体性理解被视为是非理性的，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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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认为不具备科学研究价值而被排除在外。① 然而，持理解视角的学者们认

为，情感必然发生在人们理解文本和生成意义的过程中，只要是人们在理解话

语或政治事实，情感因素就会伴随存在。在理解过程中，理解主体将自我情感

投入其中，而新的意义和价值判断也会在不断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产生，带来

新的评价和判断。② 按照理解视角，国际政治话语受众是具有情感性的个人或

群体，而情感是受众在理解政治话语或事实过程中所具有的态度体验，能起到

引导受众判断和建构其认知，从而影响其行动的作用。

一方面，情感影响受众接受和理解政治话语或事实时的推理和判断。情

感影响个人观点以及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观点。一个人的感觉影响一个人的需

要和对事情的信任度。人的偏好依赖于情感，情感会形成态度。即使是面对

事实，人们需要情感来赋予这些事实以价值。只要不认为意义是预先给定的，

就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人们把某些事物理解为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实际上，

情感是评价过程的组成部分，引导人们如何来判定利益，如何来判定关切，从

而选择相应的行为。研究表明，恐惧或焦虑会促使行为体集中关注引发不稳

定的威胁，对相关威胁做出评估，从而选择搜集行为的信息来减少此类不确定

性。③ 比如，在２００６年，关于伊朗何时会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上，以色列认为

伊朗将于两年内拥核，而美国则认为至少要十年或以上。虽然美国和以色列

所具备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并保持经常沟通，但两国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可

见，这种差异不是源自伊朗可能拥核武这一政治事实或话语呈现本身，而是两

国对于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不同程度恐惧感，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各自危险

评估的结果。④ 由于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等因素，以色列一直视伊朗为关系到

自身生死存亡的头号敌人，因此，对伊朗及其武器装备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

而美国对于伊朗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自身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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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没有以色列所体验的那种恐惧和不安。

另一方面，面对某一政治话语或事实，情感能决定和建构受众的认知，即

认为什么才是真的，形成一种超出所面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情感能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人的推理，促成某种信念的形成。① 一个人的情感经常始于某种评

价，这种判断就会产生一种倾向。人即使是理性的，大脑在进行选择时也是具

有一定的偏好，会直接影响对现状的理解选择。比如，爱国主义使人们为自己

的国家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能引导行为体做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判断。再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父母出生在轴心国的美国人比那些父母出生在

同盟国的人们更容易低估德国统治的世界秩序，更不容易支持美国的各种干

预政策，②实际上，情感因素起了作用。此外，情感直接影响理性选择，能和认

知一起建构理性。③ 情感也能强迫大脑专注于某一方面，直接影响决策和身份

的形成。④ 由于人所感觉的便是自我所相信的，⑤这使情感成为一种内化机制，

促使人们经常把所感觉到的作为一种理解的证据，影响人们对事实证据的理

解和选择。⑥ 在国际关系中，诸如信任或不信任、喜好或厌恶、赞同或反对、尊

严或羞辱等情感态度都会影响到决策者如何选择和理解事实证据和数据，并

作为行动实施的依据。比如，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战争的起源离不开印度对中国

的情感判断和错误认知。面对中国的克制和忍让，有着强大民族主义情感和

大国心态的印度却错误地认为自己占据主动优势。然而，在现实层面，印度军

事实力远不及中国。所以，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情感促使尼赫鲁政府产

生某种机会主义的心理，认为中国不会武力反击其军事挑衅，所以，不仅对中

国的和平主张置之不理，反而急速推进“前进政策”，最终迫使中国发动军事

反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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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效果

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当政治话语或事实表达传至受众后，积极的话语受众

在解读话语信息过程中，会充分调用背景知识，并在情感认知的指引下对此话

语或政治事实进行相关的理解和回应。在言语者通过语言建构社会现实的过

程中，他会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主导思想通过多样的符号编码在相关的

话语叙述中。虽然这样的信息表达有时意图很明显，如战争时代的军事动员

宣传，但在和平年代，言语者试图建构的主导思想往往是内嵌于和交织在各种

象征符号和语码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阅读倾向、情感认知和意识信念。

面对同样话语，受众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理解是因为他们在接受过程中动

用的背景知识储备和情感经验不同，也正因如此，从针对同一话语或事实的不

同理解中可以发现内含于特定话语中所蕴涵的特定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权

力结构。在借鉴霍尔的受众分析理论基础上，受众理解某一政治话语或事实

的效果可划分为三种，即完全接受、协商性理解和完全反对。在理解和接受话

语信息的过程中，受众一方面在生成主体性意义，另一方面也确定自我在社会

意义网络中的身份和地位。①

在理解和接受国际政治话语的过程中，受众有可能完全接受言语者的观

点、立场和思想。虽然这有可能表明，受众只是被动吸收所传来的信息，但这

不代表受众自身没有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完全接受的结果表明，受众是在

综合权衡身份归属、自身利益和预期的基础之后而做出的选择。当受众接受

和认同特定话语所建构的社会事实时，言语者所期待的话语效果就会实现，受

众个体身份与说话者所代表的团体身份之间会实现进一步的聚合，而受众身

份认同和意义反馈也会进一步巩固内嵌在此政治话语中的特定思想。与之相

反的情况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受众可能会完全拒绝所接收的话语信息。这

时，言语者所预期的话语和传播效果则无法实现。受众此时甚至会在深入解

码政治话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体性意义，反抗言语者在思想层面通过话

语建构的垄断身份或地位。尽管受众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某一特定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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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不常见，但重要的是要分析和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以及

会造成哪些后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众在接受和理解特定话语时采用的是协商性立场。

这意味着，在面对某一国际政治话语时，受众体现出很大的理解选择性和区分

性，在接受部分信息的同时，拒绝一些内含于原先话语或事实中的信息。因

此，在协商式解码过程中，受众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能依据自己的背景知识

和情感经验，做出进行选择、增添和删除等理解实践，生成主体性意义，并将其

反馈给言语者，参与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而在此过程中，受众个体身份也得

到不断协商和建构。在政治话语研究中，身份的形成与意义密不可分。在社

会意义体系内，“自我”身份的形成和确定总是伴随着对“他者”身份的认知，而

身份协商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体系内“链接”（ｌｉｎｋｉｎｇ）和“区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的意义逻辑链条所建构的。① 例如，随着美国特朗普总统“美

国优先”理念的实施，尤其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ＴＰＰ）、《巴黎

协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日益体现一种“反全球化”形象，而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全球化支持者和推

动者”的身份也更加突出，对比后二者的身份更加鲜明。至于受众的主体性意

义和身份在国际政治话的理解和语接受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协商的，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需要实证案例分析的开展和探讨。

结　　语

面对同样的话语或事实，不同受众会产生不同理解。本文致力于从理论

层面回答这一经验困惑。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等特点，一直影响

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要素。②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学界关于语言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语言和话语在建构

社会事实过程中的本体作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言建构主义、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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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范研究及后结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中的“后”理论，却很少关注话语受众

对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和主体性意义的生成过程。因此，在借鉴受众分析理

论的基础上，本文在概念层面将国际关系场域下的言语对象定义为“积极话语

受众”，将受众理解和接受话语的过程视为社会意义生产的过程，具体探讨社

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因素对受众理解特定话语以及生成主体性意

义的影响，并指出话语接受可能实现的三种效果。

国际话语传播中的受众不是被动接受所传来的话语信息，在接受和理解

特定政治话语或事实的过程中是积极主动的，社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实践

都会起到过滤、引导和协调作用，使理解产生倾向性，影响理解结果、个体协商

自我身份，以及个体意义所参与的社会意义网络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

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话语或政治事实，但相关研究结论也适用于理解国际

政治中的信号发送、传递、接收和反馈。国际政治沟通的文本类型是多样的，

文字、图像或外交行为实施每时每刻都在释放特定的信号和印象，而如何理解

接受这些信号并做好印象管理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直接关系到对行为的判

断，而评估的结果会直接推进或阻碍国际关系的某一特定进程。① 对此，本研

究可以带来如下启示：在释放特定的政治或外交信号时，应该综合考虑即时的

社会语境、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做到有目的和有针对性地传达政治

或外交信息，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区域采用不同的话语

和叙述方式，使受众最终理解和接受的内容符合信号释放者和话语表述者的

预期。因此，在释放外交信号或进行对外宣传时，不能将话语受众视作是固定

不变的，要关注“对方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接受习惯”，②应该在深入和实地

调研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和个体或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对

外政策和战略宣传的针对性和相关性。

另外，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概念层面的宏观探讨，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细致

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性分析。后续研究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开展：一是进

一步从理论层面讨论受众在话语接受中的理解和意义生成机制。例如，政治

１６

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

①

②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第１—２５页；尹继武：《中国外交转型的微观社会互动分析》，《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３４—４３页；蒲
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２１—３４页。

胡荣荣：《话语权与文化外交》，《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６８页。



话语的文本呈现类型和新媒体传播技术如何影响受众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

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实践如何建构其理解的惯习，又如何影响其接受话语

或外交信号；二是进行话语理解和接受过程的案例研究，搜集和建立有关特定

受众的数据资料库。① 比如，“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

手，从政府到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而对外宣传更是重要一环。而关于“一带

一路”，不同国家由于其地域、发展阶段、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一带一

路”的理解和反应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对于不同国家应采取不同策略，需开展

有关“一带一路”信号的释放和对外宣传的国别受众研究，如“一带一路”国家

的社会文化语境差异，不同国家对中国的不同背景知识储备和情感认知以及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以及原因等。在此基础上再来设计和调整后续

的相关外宣工作；三是思考和拓展话语受众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除话语分析

外，可借鉴田野调查法②来深入考察受众在接受政治话语时的日常生活情境，

通过开展个人或集体采访获取受众的背景习惯和情感倾向，通过现场观察来

获知不同受众群体面对同一话语或事实是如何协商自我身份、如何产生基于

社会语境和自身惯习的主体性认知、从而影响其理解实践的。总之，加强国际

政治话语的受众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意义和理解有全面认

识，这既有助于理解政治话语以及各类外交信号和行为，同时也有助更加有的

放矢地开展对外沟通、对外宣传和印象管理等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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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蓝欣表示，直至２０１７年年底，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态度，但自２０１８年以来，欧洲的态度
发生巨大变化，这主要是中国的宣传方式有误，尤其是中国的倡议宣传与欧洲人的观念存在巨大误区。而
解决之道便是重新定义和诠释“一带一路”的倡议。参见相蓝欣：《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为何发生变
化》，《联合早报》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ｓｇ／ｆｏｒｕｍ／ｖｉｅｗ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７７４６９１，２０１７－０６－２８。而在笔者看来，这与中国在对外宣传此战略时缺乏相应的受众分析是离不开的。

田野调查法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族群研究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它关于语境的社会研究，能
分析话语行为发生的不同结构情境，能深入描述和诠释受众的理解经验和价值取向。Ｄａｖｉｄ　Ｍｏｒｌｅ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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